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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海陷湖”传说中的城名流变史

邱 硕

摘要：凉山民间称“邛海陷湖”传说中沉入湖底的古城为“梓潼县”，其与西昌毫无地理关

联，且与历代文献将所陷之城名为“邛都”“陷河”“邛池”等完全不同。随着文昌梓潼信仰的

兴起，“梓潼”作为承载神圣力量的语符，凭借信仰叙事的扩张力而获得命名合法性。当其进入

凉山的口语文化语境后，脱离原初的文字形义、地理与宗教内涵，退化为纯粹的语音符号“zǐ 
tóng”。民众根据本地生活经验和情景式联想而赋予其“紫铜”“梓桐”等新义，使其在地化。这

一过程揭示：文字维系名称的稳定却疏离口头世界，语符具有强大的扩张力却依赖特定的文化

知识和语境，而语音以其可听、可联想的特性，成为传说扎根民间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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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的东南部，静卧着四川省第二大淡水湖——邛海。这片广阔的水域不仅

是川西南的地理地标，也是地方传说诞生的渊薮。西昌乃至凉山最知名的传说便是“邛海陷湖”传说：

邛海曾是一座繁华的古城，因一条灵蛇报母仇、发大水而沉陷为湖。该传说是“陷湖”或“陷河”故事

类型的地方版本[1]。当我们对比这则传说的古籍文献与民间口传版本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关

于所陷之城的名称，古籍文献记载为“邛都县”“陷河县”“邛池邑”等，而凉山民间传说却几乎众口一

词地将其称为——“梓潼县”。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后文简称《集成》）在凉山地

区采录到多则“邛海陷湖”传说。在西昌采录的《邛海的传说》开篇即言：“很久以前，邛海是座县城，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4.009

9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名叫梓潼县”[2]121，其结尾又再次点明：“梓潼县就是这样化成了邛海。”[2]123同样采录于西昌的《邛海青龙

黄龙的来历》中也提到：“梓潼县下沉，成了邛海。”[2]124德昌的白族传说《蛐蟮龙》开头同样讲道：“很

久很久以前，西昌邛海不是海子，是一座城，叫梓潼县。”[3]会理的传说《邛海的由来》在结尾处交代：

“梓潼县淹没后，才建建昌县，也就是现在的西昌。”[4]

实际上，梓潼县位于川北绵阳境内，与西昌相距数百公里。而西昌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梓潼县”之

名，其境内自古及今的行政名称沿革大致为：西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为越嶲郡邛都县、苏 县（苏祁县、

苏利县）；隋时为越嶲郡（嶲州、西宁州）越嶲县、邛都县、苏祗县、可泉县；唐时为嶲州（越嶲郡）越

嶲县、苏祁县、西泸县；唐懿宗以后及元明时期最常被称为“建昌”；清雍正六年（1728）后为宁远府西

昌县；民国时亦为西昌县[5]。“梓潼”与西昌素无地理与行政关联，这个异地地名为何能在邛海的传说中

生根，并让世居于此的民众以它取代了本地城邑的历史名称？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以此探讨传说

中文字、语符与语音之间的关系。

二、“邛都”“陷河”“邛池”：文献书写中的古城名称

要解开“梓潼”如何取代“邛都”等名的谜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文字书写的传统中，看看在历代

古籍文献里，这座古城究竟叫什么。

（一）忠于真实地名：自汉到唐的“邛都县”

关于“邛海陷湖”事件的最早记载，见于南朝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

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6]1926-1927这一记载在地质学上有一定依据，

“安宁河谷是历史上的地震多发区，西昌地处安宁河、则木河断裂带，历史上常有地震发生”[7]，而邛海

的地质构造就奠基于第四纪晚更新世（距今一万多年）的断陷盆地[8]。因此，从长时段来看，邛海的形成

时间很早，形态也比较稳定，但短时段的地质活动可能造成邛海面积和形态的变化。据林向考证，自西

汉以来，邛海附近的城郭虽逐渐西移，但不至于被邛海淹没，而邛海短时段内的地理变化，“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上就变成为‘地陷成海’的神话”[9]。以上是关于邛海陷湖事件的史地记载。

若论将其演绎为完整叙事的传说，则最早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十中的“邛都大蛇”条目：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

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

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

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

谓之为“陷湖”。唯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

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畟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

相赠[10]。

该故事跌宕起伏，具备“老姥养蛇—蛇杀令马—令杀老姥—蛇的复仇—城陷成湖—神异遗存”等情

节单元。其中，所陷城邑原名“邛都县”，被水淹后形成的湖叫“陷湖”，文中并未提及城邑陷落后的名

称。唐李贤注《后汉书》引南朝梁李膺的《益州记》，也记载了这个传说，文字与《搜神记》出入不

大[6]1927。《太平广记》卷四五六“邛都老姥”条目引唐代焦璐撰《穷神秘苑》，内容亦大同小异[11]8141-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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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汉到唐的数百年间，不论史书还是文人笔记小说，在转述这一传说时皆沿袭“邛都县”之

名，忠实于传说中事件发生地真实的历史地名，而未赋予陷落后的城邑任何新名称。

（二）据情节造出地名：唐末五代时的“陷河县”与“梓潼岭”

然而，该叙事传统在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变化。随着四川梓州梓潼县（今绵阳市梓潼县）地方神

“张恶子”声名大噪，张恶子的叙事开始与“邛海陷湖”传说结合，传说中陷落后的城邑有了名称，且相

关情节中多出了“梓潼岭”的地名。《太平广记》卷三一二“陷河神”条目引王仁裕的《王氏见闻》云：

陷河神者，嶲州嶲县有张翁夫妇，老而无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给。无何，一日，于岩窦间刃伤

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叶窒之而归。他日复至其所，因抽木叶视之，乃化为一小蛇。翁

取于掌中，戏玩移时。此物眷眷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贮而怀之。至家则啖以杂肉，如是甚驯扰。经时渐

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邻家颇怪失其所畜，翁妪不言。其后县令失一蜀马，寻

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夕，雷

电大震，一县并陷为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曰蛇为张

恶子[11]5188。

这段文本极其关键，它标志着“邛海陷湖”传说在叙事逻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角神格化与地

名多元化。故事中，主角不再是无名的“邛都老姥”和“小蛇”，而变成了有名有姓的“张翁夫妇”“张

恶子”。张恶子本来是梓潼县的地方神灵。东晋时，梓潼七曲山建有“张育祠”，祭祀因抗击前秦而战死、

被奉为雷泽龙神的张育，另有相邻的“梓潼神亚子祠”。因两祠相邻，后人将两祠之神合称张亚子（张垩

子、张恶子），后来由于唐玄宗、唐僖宗相继敕封，梓潼神张亚子逐渐从地方神成为天下通祀的大神[12]。

故事主角被命名为“张恶子”，意味着“邛海陷湖”传说掺入了梓潼神传说，也可以说，梓潼神传说吸纳

了“邛海陷湖”传说。两者结合的契机也许来源于张恶子的蛇神性质。《华阳国志》载：“梓潼县，郡治。

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杼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

取去。”[13]此乃张恶子与蛇相联系的最早文献。据王家祐考证，“梓潼神乃龙系巴人的族神”“是大巴山的

蛇神”[14]。又有人论证说，“亚子”“垩子”“恶子”同义，均指蛇，“梓潼神的最初信仰形式应是蛇神崇

拜，即使后来善板祠供奉的是雷神，其大致形象也应该是蛇形”[15]。正因为梓潼神张恶子本为蛇神，才在

传播过程中与“邛海陷湖”传说中的灵蛇复合，使两则传说得以融合。

然而，记录者并没有违背地理常识，将陷落后的古城直接命名为“梓潼”，而是依旧将故事发生地定

位于邛海所在的“嶲州嶲县”，并明确表述说“因改为陷河县”。“嶲县”陷落后改为“陷河县”，显然是

根据“县陷为河（巨湫）”的情节生造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氏见闻》首次将“梓潼”作为一个地名

引入了“邛海陷湖”传说。该文紧接着写道：

尔后姚苌游蜀，至梓潼岭上，憩于路傍。有布衣来谓苌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

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苌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

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11]5188。

这里，“梓潼岭”是指梓潼七曲山张相公庙的所在地。联系前文，该叙事安排遵循的时空逻辑是：川

南嶲州的“嶲县（陷河县）”是张恶子出生、成长、初展神力的地方，而川北梓潼县的“梓潼岭”是其

后来显灵帮助姚苌建立后秦、被立庙祭祀的地方。可见，尽管“邛海陷湖”传说与梓潼神张恶子传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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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勾连，但仍保持着各自情节发生地的独立性。如果这时把张恶子所陷之城称为“梓潼”，就会与其后来

的显灵之地“梓潼岭”发生矛盾，造成神圣空间的混乱，因此书写者必须在地理命名上保持某种程度的

克制。故事后半部分衍生出的“梓潼岭”地名，将为后世口头传说中古城名讹为“梓潼县”提供依托。

（三）以湖名为城名：宋元以来的“邛池邑”

此后，所陷之城的名称在文献中还有一些变化。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五引《益州记》时，与

诸书所引稍有异，将“邛海陷湖”传说的发生地写为“临邛郡”[16]。唐代临邛郡在邛海以北四百多公里

处，辖临邛、蒲江、大邑等七县，境内无大型天然湖泊，与“方四十里俱陷为湖”的叙述严重不符，“临

邛郡”应是编者误抄所致。

宋元时期，道教进一步将“邛海陷湖”传说纳入梓潼帝君的轮回体系，将故事发生地做了神化、虚

化处理，城邑名称有所变化。道教经典《梓潼帝君化书》中的“第六十五化”大约诞生于北宋[17]，其将该

传说作为梓潼帝君若干次轮回转世经历中的一次。该书说梓潼帝君曾化身汉赵王如意，遭吕后迫害而亡，

后寻诸吕后身所聚的西海之滨邛池邑，化身为当地张氏夫妇（张妇为戚夫人后身）所养的金色灵蛇，最

后吃马、杀令、灌城，了结前世恩怨。该故事化用“邛海陷湖”传说，旨在体现道教的承负报应观，宣

扬善恶有报的宗教伦理。此处引用该书讲到故事发生地的文句：

遂访西海之滨，有邑名邛池，邑令吕牟，吕后之后身也。……一夕，扬海水以为雨，灌注城邑，围

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载父母而出焉。时孝宣之世，今所谓陷河者，是也[18]316。

《梓潼帝君化书》将故事发生地定位于“西海之滨”的“邛池邑”，既保留了“邛池”这一标志性极

强的地名，留下现实的线索，保证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又将该城邑置于缥缈神秘的“西海之滨”，隐去了

“邛都县”“嶲县”等现实地名，营造了宗教叙事神圣、神秘的氛围。尽管该文本抛弃了五代《王氏见闻》

故事中张恶子“梓潼岭”显灵等情节，但主人公的名号“梓潼帝君”却强劲地标举了“梓潼”这一语言

符号，为以后民间口头传说中古城名附会“梓潼”打下了基础。

《梓潼帝君化书》所载的这个故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九中记载的故事

就基本上本于《化书》 [19]。清代嘉庆《宁远府志》“文昌帝君”条引用的“邛海陷湖”传说也本于多部道

经文献的记载[20]卷四十二“仙释志”。在这些文献中，所陷古城或无名，或名为“邛池”。

综上，自汉及清，无论是正史、方志，还是道经、文人笔记，在漫长的书写传统中，无论故事的主

角身份如何变化，情节如何离奇，那座沉入水底的古城从未被记录为“梓潼县”。“邛都”“陷河”“邛池”

等地名凭借文字记录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书面传播，但在民间口头传承中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延续。

三、“梓潼”：信仰叙事中语符的叙事扩张力

既然文献都未曾将陷落的古城称为“梓潼”，那么现今凉山地区广泛流传的“梓潼县”之说，显然是

民间口头传统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对原有叙事进行修改的结果。这种名称的置换，并非简单的讹传，

而是根源于信仰叙事中语言符号强大的叙事扩张力。

（一）《太平广记》的传播势能

虽然五代《王氏见闻》所载“邛海陷湖”传说并未将所陷之城名为“梓潼”，但其主人公变成了梓潼

神张恶子，且故事结局指向了他在“梓潼岭”显灵、被建庙祠祀，那么“梓潼”就成了一个蕴含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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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地名指向的语符。“邛海陷湖”传说携带着该语符，通过被收入《太平广记》这一流通性极强的书

籍，获得了巨大的传播势能。《太平广记》作为宋初奉敕编纂的大型类书，以收录志怪传奇和优美文辞见

长，在编纂之初便具有闲读性质，这使其成为后世文人增长见闻、学习文笔的常备读物，且一直被视为

研究唐代及以前小说、志怪、传奇的资料渊薮[21]。在后世读者的印象中，“邛海陷湖”传说是与“梓潼神”

“梓潼岭”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在口头讲述中将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点附会为“梓潼”。

久而久之，“梓潼”就逐渐压倒了现实中邛海所在的“邛都”“嶲县”这些真实的名称，以及“陷河”“邛

池”这样虚构的城名，成为传说中所陷城邑的名称。

（二）文昌梓潼的信仰崛起与城名锚定

“梓潼”语符更为关键的传播动力，来自文昌梓潼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的强势崛起。梓潼神张亚子在唐

代不断获得皇帝敕封，逐渐从地方神走向全国，并被赋予掌管文运禄籍的神格；宋代道教开始将梓潼神

纳入其神仙体系，并与“文昌星”产生联系，道教徒称梓潼神为“文昌梓潼帝君”；从元代开始，地方神

“梓潼神”、道教神“梓潼帝君”和星宿神“文昌”三者合一，不可分割；明清时期，文昌信仰达到鼎盛，

梓潼神成为全国性的最重要的神祇之一[22]。

道教文献着力将梓潼帝君的出生地锚定于越嶲，强化了其与邛海所在地区的关联。《梓潼帝君化书》

云：“予以宝杖自随，无适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复经从焉，越裳之西，越嶲之南，两越之间有金马

山，胜境清绝，张老夫妇，予累生之父母也，于是生焉。”[18]318据称写于南宋开禧三年（1207）的《紫府

飞霞洞记》亦言：“吾旧生越嶲间。”[20]卷四十八“艺文志”《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更直书：“西晋末降生于越之

西嶲之南两郡之间，是时丁未年二月初三日诞生……我乃张户老之子，名亚。”[23]此处“越嶲”指历史上

的越嶲郡，辖境包括今凉山州大部。道教经典将梓潼帝君降生地明确指向越嶲，使其神圣事迹与“邛海

陷湖”传说在地理层面上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为传说在凉山地区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

在道教强大的信仰辐射力之下，“梓潼”二字成了一个极具叙事扩张力的语符。一方面，该语符直接

指向文昌梓潼帝君的祖庭——梓潼县，因此传说将“梓潼县”用作他出生、成长并初展神力之城的名称

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该语符通过文昌梓潼帝君的神名，间接指向他出生、成长并初展神力之城的名

称。既然故事的主角是“梓潼神（帝君）”，那么其城邑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叫“梓潼县”。因为在信仰叙

事中，地名和神名经常是统一的。譬如作为山名和地名的“泰山”，与冥界主宰“泰山府君”的神名是高

度合一的，这一神名直接源于地理实体“泰山”[24]。再如灌口（今四川成都都江堰）地名与“灌口神”的

称呼也是统一的。灌口神即二郎神，因传说他在灌口战蛟治水、多次显圣并被建庙祠祀，因此民间常以

“灌口神”或“灌口二郎”称之[25]。甚至，明末福建厦门集美的居民引入灌口二郎信仰，即以“灌口”来

命名当地村落[26]。这种地名与神名同一的逻辑，在神话思维中是高度自洽的。在“邛海陷湖”传说中，由

于“梓潼神（帝君）”作为故事主角，其含有地理信息的神名“梓潼”就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命名力量，

将口头传说中主角所在的“邛都县”等名称置换为了“梓潼县”。

（三）神圣空间的命名合法性

“梓潼”对文献中古城名称的替换，不仅源于符号层面的匹配，还因为神圣空间（Sacred Space）与世

俗空间（Profane Space）之间存在的张力。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曾指出，“世俗空间”是

“均质”“中性”“混沌”的背景，而“神圣空间”则是“非均质性的”“空间连续性的中断”，是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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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物”或“神圣的征兆”的“宇宙”[27]。“邛海陷湖”传说讲述的是一个由神灵发动的毁天灭地的超自然

事件，以风雷暴雨为征兆，将现实空间颠覆为一个区隔于日常经验之外的“宇宙”，即“神圣空间”。在

神话语境中，一个本来就承载着神圣力量的地名符号，天然具备命名神圣空间的合法性。“梓潼”正是这

样一个恰如其分的语符，它本就是梓潼神的神名和其祖庭之名，承载着厚重的梓潼信仰文化，可顺理成

章地用来命名梓潼神所创造的神圣空间。

而邛海所在的西昌则是时间线性流逝的“世俗空间”，其历史地名如“邛都县”“嶲县”等，是国家

行政体系中的地方名称，与神圣空间不相匹配。至于“陷河”“邛池”，尽管也是信仰叙事中虚构的城名，

但“陷河”来源于“县陷为河”的具体情节，“邛池”来源于现实中的湖泊名称，皆不如“梓潼”语符能

直击梓潼信仰宇宙的核心。因此，当人们在讲述“邛海陷湖”传说时，以“梓潼”命名所陷之城，正是

这一充满神圣威权的名字在信仰叙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用与本地无关的“梓潼”替换当地真实的或有

关联的地名，还巧妙地化解了叙事矛盾。现实中西昌城邑的存续与传说中古城的沉没在逻辑上是难以兼

容的，但通过引入异地地名“梓潼”，人们就理顺了逻辑，沉没在邛海里的是神灵和古人曾生活的“梓潼

县”，而屹立在邛海边的是真实历史中连续不断的“西昌城”。这种处理方式使得“邛海陷湖”传说中的

“梓潼县”能够脱离历史地理的实证考察，在永恒的神话时空里享有合理合法的名字。

然而，“梓潼”语符的扩张力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知识和语境，民众需要了解《太平广记》的记

载、明白文昌梓潼信仰与“梓潼”的关系、清楚神名与地名同一的逻辑，才能完全理解“梓潼”的含义。

但大量不识字的普通民众缺乏这些知识，因此，“梓潼”语符离普通民众真正理解和接受还有一定距离。

四、“zǐ tóng”：口语文化思维下语音的意义重构

当我们翻阅凉山州各县《集成》关于“邛海陷湖”传说的采录文本时，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

讲述者口中的那个古城名字，并非全部写作“梓潼”，还有“紫铜”“梓桐”的异写。例如，在木里藏族

自治县搜集的《邛海的来历》开篇便是：“从前，四川有个紫铜县。紫铜县有一个以砍柴为生的单身

汉。”[28]而在冕宁县搜集的《西昌邛海的传说》开头则说：“西昌的邛海以前是个县，叫梓桐县。”[29]这些

奇特的异写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当凉山民众讲述“邛海陷湖”传说时，说到那个被湖水吞没的“梓潼

县”，他们脑海中浮现的，真的是“梓潼”这两个字，或者真的意识到了它是与“梓潼神（帝君）”相关

的“梓潼（县）”吗？还是说，那个发音为“zǐ tóng”的词其实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事物？

（一）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梓潼”退化为“zǐ tóng”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异写文本背后的讲述者身份。木里藏族自治县传说的讲述人边

明武是“汉族、65岁、文盲、男、农民”[28]；冕宁县传说讲述人吴有伦的身份信息为“男，藏族，一九

二五年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拖乌区大桥乡农民，无文化。”[30]“文盲”“无文化”，这些身份

标签恰恰是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线索。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凉山地区的汉、彝、藏、白等各族民众以口语为主要交流方式，识字者不多。

凉山社会具有沃尔特·翁（Walter Ong）所谓“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31]2的一些特征，其中之

一就是“衡稳的”，即“口语文化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当下之中，它们蜕去了对当下不再有用的记

忆，借以保持社会的平衡或衡稳状态”，这突出表现在“旧词保留下来了”，但“其意义已经变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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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消失”[31]35-36。对于凉山的广大民众而言，传说的载体绝非书本上的汉字，而是口耳相传的声音。当

外来的神名、地名“梓潼”进入凉山的口语文化语境后，可能渐渐发生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我们可以看

到，口头的“邛海陷湖”传说摒弃了五代《王氏见闻》版本中“梓潼岭”显灵与建庙的部分，这就极大

地冲淡了主角梓潼神的神格身份。同样地，口头传说也抛弃了道教经典中对梓潼帝君前世、后身等化身

情节的描述，切割了主角与道教神祇的关系。而且，这些传说的主人公叫作“童林山”“姓崔的樵夫”，

或者只被称为“打柴郎”“割草卖的娃儿”等，丝毫不见“张恶子”的影子，完全脱离了梓潼神的文化影

响。因此，“梓潼”这个“旧词”脱离了原本的宗教信仰（梓潼帝君）和行政地理（川北县名）的内涵，

退化为一个纯粹的语音符号（zǐ tóng）。
民众不需要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具体内涵，只需要记住“zǐ tóng”是那个被邛海

吞没的城邑即可。这其实就是人类学家史蒂芬·菲尔德（Steven Feld）所说的“听觉认识论（Acoustemol⁃
ogy）”，即通过声音来感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32]。对于那些不识字的凉山民众而言，“zǐ tóng”这个语音简

洁铿锵，他们通过反复听讲“邛海陷湖”传说，很容易记住这个城名。

（二）语音落地：从“zǐ tóng”到“紫铜”“梓桐”的意义重构

更进一步地，既然“zǐ tóng”的语音能指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所指，那么民众为了方便记忆和讲述，会

根据生活经验对其赋予新的意义，让悬浮的声音“落地”。沃尔特·翁曾指出，“在原生口语文化里，为

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要用有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种思维模式

必须有利于迅速用口语再现”，其中，“贴近人生世界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就是口语文化重要的

思维和表达特征[31]25,32,37。采录文本中出现的与汉语四川方言“zǐ tóng”发音完全相同的“紫铜”“梓桐”，

也许都是这种思维重构的结果。

先来看“紫铜”。细查资料，可以发现凉山与“铜”有着紧密的关联。早在汉代，中央王朝就已注意

到凉山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铜矿资源。《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邛都，南山出铜。”[33]1987年，考古工

作者在西昌市黄联关镇东坪村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汉代冶铜铸币遗址，研究者认为该铸币所铸造的五

铢铜钱通过灵关古道流通到整个西南夷地区[34]。由于铜的广泛开采与使用，“铜”被烙印在了凉山的地名

之中。德昌县有“铜厂乡铜厂村”，雷波县有“铜厂沟村”，会理市有“老铜厂山”“铜矿村”。此外，在

藏族聚居区，紫铜是制作佛像、法器、香炉等的珍贵材料[35]；在彝族聚居区，铜铸法铃是毕摩的重要法器

之一，称为“毕句”，有赤铃（即紫铜铃）和黄铃之分[36]。

因此，像边明武这样文化程度较低的凉山民众虽然不知道“铜”字怎么写，但应该熟悉“铜”这个

字所代表的物质实体，也可能熟悉其中优质的紫铜。“铜”“紫铜”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语音背景。当

他们听到“邛海陷湖”传说中“zǐ tóng”这个发音时，就很自然地将其与生活中熟悉的“铜”“紫铜”联

系起来。而且，铜是坚固的、沉重的、贵重的，“邛海陷湖”传说讲的正是一座坚固的、繁华的古城的沉

没。将“zǐ tóng”想象为如同紫铜一般的城市，符合“贴近人生世界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语

文化思维。边明武在《邛海的来历》的结尾处讲道：“水越来越深，把衙门淹了，把整个紫铜县淹成了一

片汪洋。这就是现在的邛海。据说，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在水面上还看得见雕梁画柱的县府衙门呢。”[28]

这里的“雕梁画柱”不正呼应着曾经坚固繁荣的“紫铜县”吗？

“梓桐”又意味着什么呢？“梓”和“桐”都是中国南方常见的树木。凉山多见桐树，有被称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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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子”的“野桐”[37]，也有海桐属、山桐属、油桐属、刺桐属的各种桐树[38]。在金沙江两岸的藏族聚居

区，均有使用桐木碗的传统，匠人常进山寻找桐树等树木的树瘤来制作木碗[39]。桐木还是凉山彝族月琴箱

板的主要用材[40]，而月琴在凉山彝族婚恋、节庆中具有重要地位。梓树在凉山虽不多见，但广泛应用于家

具、建筑、医药等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对其应不陌生。桐与梓均是凉山民众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树木。当

“zǐ tóng”被理解为“梓桐”时，它或许被想象为一座树木葱郁、木材丰饶的城邑。传说结尾处“神异遗

存”情节单元中常见的“旧木坚贞光黑”“雕梁画柱”也暗示着这种想象的可能性。

因此，“紫铜”或“梓桐”的思维重构，使原本悬浮的语音符号重新获得了意义，牢牢扎根于凉山民

众的记忆之中。当20世纪80年代的采录者面对讲述者用汉语四川方言讲到“zǐ tóng”时，必须忠实于语

音将其转写为汉字。由于讲述者无法提供确切的字形，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的采录者可能采用以下三条转

写策略：其一，询问讲述者“zǐ tóng”究竟是什么，是川北的“梓潼”，是铜料的“紫铜”，还是树木的

“梓桐”，抑或其他；其二，根据自己的地理、宗教、文学等知识储备，判断“zǐ tóng”就应该写作“梓

潼”；其三，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情景联想，直接写为“紫铜”或“梓桐”。也许有部分具备一定

知识素养的讲述者确实知道“梓潼”二字如何写，因为明清凉山地区文昌祠庙分布密集，文昌信仰比较

普及[41]。然而，对于大部分不识字的民众而言，“梓潼”来源于川北梓潼县、“梓潼”指的是文昌梓潼帝

君、“邛海陷湖”传说的主人公原是文昌梓潼帝君，这些仍是比较冷僻的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zǐ 
tóng”可能指的是“紫铜”或“梓桐”，甚至只是一个不具备实在含义、仅指向那座水下古城的声音符号。

讲述者对铜料之“紫铜”或树木之“梓桐”的解释，或者采录者不明就里写下的“紫铜”或“梓

桐”，充分说明了在口头文学中，语音可以脱离文字字形和原有意义的束缚，与地方民众的生活世界发生

新的意义联结，生成新的情景式的理解，或者只依靠语音层面简洁易记的特点而独立存在。这正是“zǐ 
tóng”最终能在“邛海陷湖”传说中稳稳扎根的根本原因。

五、结语

在“邛海陷湖”传说漫长的演进史中，凭借文字文献的确凿记录，故事中所陷城邑的名称保持了长

时间的稳定性。无论是作为传说发生地真实历史地名的“邛都”，还是由故事具体情节抽绎而来的“陷

河”，抑或借用现实湖泊名称的“邛池”，皆是如此。然而，这种稳定性仅限于文献层面。在民间口头传

说中，这座所陷之城基本上被统称为“梓潼”。这个外来虚构的“梓潼”，虽然在历史地理层面荒诞不经，

却凭借文昌梓潼帝君的神圣叙事获得了逻辑上的合法性，又借助口头语音的物质外壳（zǐ tóng）和意义重

构（紫铜、梓桐），成功实现了在地化。

由此而观传说中文字、语符与语音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传说文本的文字将语言从

流动的声音中抽离，固化为文字符号，并以其权威性维系了事物名称的稳定性，但代价是与鲜活的口语

世界渐行渐远。语符凭借文献传播、信仰叙事等外部力量获得强大的扩张力，但其意义指涉高度依赖于

特定的文化知识和语境。一旦脱离原来的文化语境进入原生口语文化中，语符的能指与所指便可能发生

松动，原初的意义逐渐模糊，语符本身退化为纯粹的语音标记。然而，这反而成就了传说的再生能力，

语音以其可听、可联想的特性，让民众得以根据生活经验和情景式联想为其填充新的意义，最终使其真

正融入地方的认知图景。确凿的文字、权威的语符固然促进了传说的发展，但最终让传说在民间扎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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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无形的语音。因为只有说出声音、进入耳朵，并能够在生活世界中不断被重新理解的符号，才能真

正活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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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ity Names in the Legend of Qionghai Lake 
Subsidence

Qiu　Shuo

Abstract: In Liangshan folklore, the ancient city said to have sunk to the bottom of the lake in the 
"Subsidence of Qionghai Lake" legend is referred to as "Zitong County". This name bears no geographical 
connection to Xichang and differs from the names given to the sunken city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such as "Qiongdu", "Xianhe" and "Qiongchi". With the rise of the Wenchang-
Zitong faith, as a linguistic symbol imbued with sacred power, "Zitong" gained naming legitimacy through 
the expansive force of faith narratives. Upon entering the oral cultural context of Liangshan, it detached 
from the original form and meaning of written characters as well as its geographical and religious 
connotations, degenerating into the purely phonetic symbol "zǐ tóng". Based on local life experiences and 
situational associations, the people endowed it with new meanings such as "purple copper", "catalpa and 
tung tree", thereby localizing it. This process reveals that while written characters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names, they remain detached from the oral world; linguistic symbols possess powerful expansive force yet 
depend on specific cultural knowledge and contexts; and speech sounds, with their audible and 
associative characteristics, become the key force enabling legends to take root among the people.

Keywords: Qionghai; Zitong; lake subsidence legend; oral tradition; linguistic 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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